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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整个自然界林林总总很复杂的现象实际上是由一些
很基本的原理操纵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找到控制这些原理的
总机关。总机关找到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0世纪科学的一个极大的贡献，就是知道了一切我们
所知道的物质都是由12种基本粒子构成，即6种夸克——
上、下、奇、粲、顶、底；6种轻子——电子、μ介子、τ介子、电
子中微子、μ中微子、τ中微子。所有的电作用、磁作用、弱
作用、强作用可归纳为三大基本作用：强作用说明核子是怎
样作用，夸克是怎样连接起来的；另外两个是电弱作用和引
力场作用。这些归纳当然都很成功，但是现在不是陶醉于
怎样成功，而是要问现在我们面临哪些大的问题。

我认为21世纪科学上有四个大问题：
为什么三大作用的理论都是对称的，但实验结果却是

不对称的，对称与不对称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一半的基本粒子（夸克）不能单独存在，是看不见

的？
为什么全宇宙中90％以上的不是我们看到的物质，而是

暗物质，这种暗物质到底为何物？
现在至少知道有100万个类星体，每个类星体的能量是

太阳能量的1015倍～1016倍，远远超过太阳的能量，这种拥
有巨大能量的类星体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就是21世纪我们要解决的大问题。这里我只能告
诉各位，暗物质、类星体的证明在哪里，至于解，现在还不知
道，但我们有一个可能解的方法。

这里我们给出一个大概的思路：理论对称而实验不对
称与宇宙开始大爆炸时的对称有密切关系；基本粒子一半
看不见的道理在于真空的作用，了解暗物质也要从了解宇
宙大爆炸的情形入手，要制造和宇宙大爆炸相似的环境，然
后跟踪进去寻找。

今日科学的四大问题

得知李政道逝世消息后，许多浙
大师生自发来到物理学院一楼，献上
鲜花，致以敬意。

“昨天下午时分，我从物理学系
职工联络群里得知了消息，当晚就和
其他几位教授一起赶来学院。”浙江
大学物理学院退休教授应和平表示，
自己曾和李政道有过几面之缘。

1991年，李政道在浙江大学创办
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并担任中心主
任。“成立当日，李政道先生来到我
们的办公室，看望我们这些青年学
者。他鼓励我们要继续学下去。”应
和平回忆道。

在应和平看来，李政道始终牵挂
基础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并用自己
的方式勉励浙大师生，“先生曾借杜
甫诗句‘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
绊此身’写下‘细推物理日复日，疑
难得解乐上乐’的诗句，这也成了我
日后教学生涯中最喜欢和学生分享的

诗句”。
浙江近代物理中心自成立以来，

始终聚焦物理学研究核心领域，已培
育了聚变理论与模拟中心和天文研究
所两个研究机构，并取得了一批重要
成果。

聚变理论与模拟中心副主任盛正
卯回忆起中心设立初衷，“我的导师
汪容是李政道先生的同学。当年，李
政道先生在北京设立了北京现代物理
研究中心，在长三角地区设立了浙江
近代物理中心，这两个机构为中国培

育了一大批理论物理人才，开启了理
论物理学科建设新时期”。

李政道始终关心关注国家科学技
术人才的培养。2023年5月，李政道
担任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理事会名誉会
长，他在信中说，“我非常怀念当年
浙大西迁贵州湄潭上学的日子。浙大
师生胸怀报国之志，创造了累累教学
科研成果。”

据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原秘书长张
美凤回忆，李政道曾让自己的家人回
到中国创业，在浙江创建年轻人创新
创业孵化产业基地，“李政道先生把
热爱祖国、关爱母校刻进了骨子里，
他曾多次亲笔写下对母校的感谢、对
国家人才培养的希冀。”

斯人已逝，言犹在耳。李政道的
一生践行求是创新之精神，始终心系
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他的崇高风范
将永远激励青年一代，坚定创新自
信，勇攀科学高峰。

关心国家科学人才培养 怀念在湄潭上学的日子

8月6日，浙江大学师生自发悼念校友李政道。魏浩识摄

1943年，年仅17岁的李政道中学
未毕业即赴贵州参加高考，考取当时
在贵州遵义、湄潭办学的浙江大学。

开学前一个月左右，他从贵阳来
到湄潭，经过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
了束慰曾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
星北。很快，他又认识了浙大物理系
的另一位教授王淦昌。

那时，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
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
湄潭的双修寺。李政道便常去双修
寺，旁听教授们的谈话与科研讨
论，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
重要性，并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
趣。渐渐地，他也经常与老师们交
谈至夜深，很多时候就睡在双修
寺，头上枕着一本《物理评论》的
合订本。一开学，李政道便决定转
到物理系。

当时，浙江大学还开设了一门
“物理讨论”课，分甲、乙两种，“物
理讨论乙”由束星北和王淦昌轮流主
持，两位大师就物理学最前沿的研究

课题和动向作报告，虽然这门课程是
专门为大四学生开设的，李政道也每
课必到，并且深受启迪。

在投笔从戎报效祖国为先的年
代，李政道也打算加入其中，由于中
途受伤只得搁浅，随后便进入西南联

合大学进行学习。在1938年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迁往昆
明，临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中国物
理学界富有名望的吴大猷教授也到此
执教。

1944年的一个清晨，李政道敲响

吴大猷的家门，递上介绍信。他敲开
的门后，通向了数十载的学术之路。

“是吴大猷先生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是不会有今天
的。”198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庆祝
李政道六十寿辰宴会上，李政道说
道。

李政道在大学期间不分昼夜，如
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他的努力也成
为改变他人生命运的契机。1946年，
20岁的李政道以优异的表现被破格
录取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跟随诺贝
尔奖得主费米教授攻读粒子物理博
士，1953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作为重要的划时代贡献，李政道
发现了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
定律，和杨振宁教授同获1957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虽然仅在浙大求学一年，
但对于母校的感情十分深厚。自1972
年起，李政道多次回母校讲学，调研
招生、专业设置和课程教学，思考新
中国的人才培养。

在湄潭考上浙江大学 打开求索物理的大门

湄潭双修寺，当时为浙大物理系所在地。

李政道谈科学教育未来
摘自李政道2001《物理的挑战》报告

1905年爱因斯坦就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由普朗克方程式
的量子论，到1925年海森伯、薛定谔、狄拉克、费米等创建量
子力学。再从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产生了原子结构、分子
物理、核能、激光、半导体、超导体、超级计算机等几乎所有我
们现在所知的20世纪绝大多数的科技文明，这一切就是从狭
义相对论、量子力学，从研究光和地球旋转的关系，从求物体
受热发光能量的分布而得来的。没有狭义相对论，没有量子
力学，就不可能有20世纪的科技文明。

我曾经说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市场开发的关系就
像水、鱼和鱼市场的关系。没有水，就没有鱼，也就没有鱼
市场。同样，没有今日的基础研究，就没有明日的应用研
究，也就没有将来的应用开发。这个规律是不会变的。

物理学家。生于中国上海，原籍
江苏苏州。1944年-1946年先后就读
于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50年获
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6
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0年
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1964年
任哥伦比亚大学费米讲座教授，1984
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全校讲座教授”。
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59年)、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士(1964年)、意大利林琴
科学院外籍院士(1982年)。曾获诺贝
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科学奖和意大
利共和国最高骑士勋章等。

作为重要的划时代贡献，李政道
发现了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
定律，和杨振宁教授同获1957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和杨振宁先后于1946年进

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二人在西南
联大物理系的求学期间虽有短暂交
集，但当时并不认识，再次相逢，成为
好友。两人一度亲密无间，合作研究
成果辉煌。

科学界在1956年前一直认为宇称
守恒，也就是说一个粒子的镜像与其
本身性质完全相同。1956年，李政道
和杨振宁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破
坏宇称对称性的可能性，并在随后的
实验中证实了这一理论。

对称性反映不同物质形态在运动
中的共性，而对称性的破坏才使得它
们显示出各自的特性，这种破坏产生
可新的可能，推动发展进化。这一发

现斩获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发现不仅对粒子物
理学和宇宙学有重要影响，也开辟了
对称性破缺和基本粒子物理学等领域
的新研究方向。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
在弱相互作用研究领域, 李政道还做
出了二分量中微子理论、弱相互作用
的普适性、中间玻色子理论以及中性
K 介子衰变中的 CP 破坏等重要研究
成果；在统计力学方面，和杨振宁、黄
克孙合作对多体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
贡献。70年代至80年代，创立了非拓
扑性孤子理论及强子模型，提出了量
子场论中的“李模型”“KLN定理”以及

“反常核态”概念等。
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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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中国新闻网、钱江晚报、浙江大学微信公众号等

李政道：从湄潭推开物理的大门

当地时间2024年
8 月 4 日凌晨 2 时 33
分，著名华人物理学
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
得者李政道先生在美
国旧金山家中逝世，享
年98岁。

李政道1926年11
月24日出生于上海，江
苏苏州人。由于父母
都很重视孩子的教育，
1935年李政道开始上
小学。当时正值战争
爆发，从小学到中学，
李 政 道 中 途 辍 学 两
次。一心求学的李政
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
下坚持自学。1943年
考入浙江大学，由此走
上物理学之路。

爱因斯坦和费米两位大师是有贡献的一批人。让我们
看他们在什么年纪什么时代做了什么事情：1905年，爱因斯
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那年他只有25岁；1912年，玻尔从普
朗克的量子解释发展成量子论，时年27岁。这方面的例子
不胜枚举。

不仅在物理学上，而且在生物学上最重要的发展，也是
年轻一代科学家完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1955年，克里克
（39岁）和沃森（27岁）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

可以这样说，科学成就出于青年，一代新人才，一片新科技，
这是不会改变的。一代一代新的挑战，出来一代一代新的人
才。我们说年轻是出人才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意味着青年人必
定就会成为人才。我们不仅要研究必要条件，而且要研究充分
条件。当然充分条件很多，但我们应该了解哪些条件是必须的。

年轻一代的科学创新

培养人才不能只依靠课堂教育和高科技工具。我们现在
这个时代是信息时代，但不要以为买来很多的计算机，联上因
特网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因特网之类的高科技工具确实可以
很快地传递“信息”，但“信息”不是简单的“理解”。这一点很容
易误解。许多人都以为只要有了高科技工具，信息就都有了，
这实际上是误导。

要培养能创新的科学人才，必须要有良师的指导和一段密
切的师生共同研究过程，这个过程少不了。基础研究中很重要
的是研究方法，必须是老师一对一地带着学生一块儿做研究。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高科技工具是需要的，课堂教育也是需
要的，但是这不能代替理解和真正的培养。下面我就结合自己
的经历，谈一谈我自己是如何在老师的带领下走上研究之路的。

记得上世纪40年代我做研究生的时候，那时我念的是理
论物理。我的导师费米是理论和实验多方面的大师，他那时
正在研究电子和中子的作用。他每星期要花半天和我在一
起单独地一对一讨论。在讨论时，他第一步的训练方法就是
让学生对所有的物理问题都要独立思考，提出看法。

那时我正在研究粒子物理。费米在每半天的讨论中问
我问题，让我讲。有一天他就问我，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
少？我说大概是绝对温度1000万度。他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说是看文献的。他问我自己有没有算过，我说没有，这个
计算比较复杂，文献上都是这个数字，我也觉得很合理。他
说这不行，你一定要自己思考和计算过，如果没有通过自己
的思考和估算，你不能接受别人的东西。

估算太阳温度需要专门的工具，于是费米就帮我做了
一把特制的很大的计算尺，我们花了两天时间（主要是费米
的功劳）制作了这把计算尺。有了这把尺，一拉就能很方便
地计算出太阳中心的温度差不多是1000万度。这把尺可能
是世界上唯一的专门用来估算太阳温度的大计算尺。

要知道当时费米正在做的电子和中子的实验，和这个一
点关系都没有。我自己也不是研究这个的。但为要让我理解
不能盲目接受别人的结论，必须要自己亲自实践得出结论，而且
你必须想新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费米亲自帮我做了这样一把
唯一的大计算尺，这当然也增加了我研究的兴趣。费米老师以
身作则给我树立了想尽办法、脚踏实地、克服困难的榜样，启发
了我对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兴趣。这使我一生受益非常深。后来
我带学生也是这样，也是每周花半天时间和他们一起讨论。

由此看来，好的导师和一段密切的师生共同研究过程，对培养
创新的科技人才是省不了的，也是无法用Internet等来取代的。我
们可以看到，20世纪科学大师辈出的那些研究机构，无论是丹麦的
玻尔研究所，还是普林斯顿大学或芝加哥大学，都是一对一这样训
练出来的，这差不多已经成为创新人才培养的一种规律。

当然这还只是培养人才的一个方面，除此以外，还需要认
识方向、制造环境，紧抓时间和机遇，这需要前辈科学家和政府
政策的支持。

费米老师和一把尺子

来源：浙江大学求实新闻网

李政道

1943 年在湄潭就读浙江大学
时的李政道。


